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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朝中京大定府设置于统和二十五年。中京建成后，

辽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到中京，中京成为辽朝后期最

重要的都城，对辽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自 20

世纪 80 年代辽朝迁都中京说提出后，围绕大定府的性质

问题，学术界展开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。根据大数

据统计，关于中京大定府性质的论著篇 32（部），关于大

定府作用的论著篇 64（部）。本文将从辽朝中京性质、辽

朝中京作用对辽朝中京的有关研究作一综述。1

一、辽朝中京大定府的性质

关于中京性质的研究，学界争议较大，尚未达成普

遍的共识。主流观点有中京为辽朝后期都城说、中京为

礼仪或象征都城说、中京为陪都说、辽朝无都城说四种

学说。

中京为辽朝后期都城说，是清人顾祖禹首次提出，

“辽西曰中京，宋景德四年，隆绪城辽西为中京，府曰

大定，自上京徙都焉”[1]。同时代王之枢也有相同论述

“城辽西，为中京。辽西幅员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险阻

足以自固。唐初置饶乐都督府，至是主建都于此。”[2]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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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顾、王二人对辽朝迁都中京问题，没有展开具体细致

的论述。20 世纪 40 年代，钱穆也认为辽朝迁都中京 [3]，

但是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和论证。70 年代，谭其骧在

绘制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过程中认为，辽朝后期都城应

在中京，不在上京。谭其骧认为中京城内的驿站设置、

宗庙设置以及囚禁宗室等情况，认为中京是辽朝国家政

府的常驻地，虽然辽朝没有宣布正式迁都，但是辽朝事

实上的都城已经由上京迁往中京。[4] 曹显征不仅支持此

观点，而且通过对中京地区地理环境、人类活动遗存、

历史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分析，探讨辽朝迁都中京的原因。
[5] 李冬楠对谭其骧十条论据进行了史料补充，肯定中京

的都城地位。[6] 任冠论述了大明城遗址的规模，认为大

明镇城址的规模远超于一般的辽朝州县，就其地理位置、

交通道路以及城址型制结构等因素，足可以证明中京就

是辽朝后期的都城。[7] 李宇峰将《王说墓志》《冯从顺墓

志》《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》与《辽史》内容结合讨

论，认为中京是辽朝晚期事实上的首都，但是辽朝并未

迁都，辽朝实行的是两京制。[8]

中京为礼仪或象征都城说。李锡厚论述了五京和捺

钵的关系，认为辽朝政治中心在捺钵，五京应该从属于

捺钵，中京只是处理一般朝廷事务的场所。[9] 认为辽朝

政治中心在捺钵，因此中京只是辽朝中后期名义上的都

城且只是礼仪上的都城；中京只是统治汉族地区的最高

机构，政治上隶属于捺钵；辽朝皇帝也并不经常居住在

中京，只有在接待宋使时会临时暂住中京，也不居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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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辽朝五京共同构成了五京体制，其中上京是辽朝最早的首都。中京修建后，辽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，中

京也成为了辽朝国家礼仪的中心。于是有些学者认为，辽朝中后期实际上的首都，已经由上京迁往了中京。但是，

因为辽朝具有城国与行国的双重性质，所以对于辽朝中京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。学术界最早关注辽朝中京大定府的

是清人顾祖禹，他认为辽朝中京设置后，辽朝国都迁往中京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谭其骧在此基础上提出辽朝迁都

中京说，中京问题逐渐走进学者视野。学者们对辽朝中京的性质与作用、中京与四时捺钵的关系等问题，展开了比

较广泛的讨论。经过四十年多年发展，中京问题研究成果不断增加，因此有必要对中京问题的研，进行系统的疏理，

这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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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

宫殿内，而是居住在宫殿外的车帐里。[10] 陈晓伟将北方

少数族王朝的首都分成了三大类：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

型、都城与季节性营地复合型、都城政治功能日益强化

型，辽朝五京属于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都城。[11] 张宪

功论述了传统文献对于中国古代“都”的定义，认为辽

朝五京都具备都城性质，但是因为辽朝政治中心在捺钵，

所以辽朝五京只能是“形式之都”。[12]

中京为陪都说。项春松认为中京只是辽朝极盛时

期的陪都。[13] 林荣贵则反对辽朝后迁都中京说，林文

以首都的建立或者迁徙，要有改王朝在法律上明确肯定

才行，因此上京始终是辽朝法律上存在的首都，中京只

能是陪都。[14] 但是林氏此文以帝制国家王朝法律为立

足点，论证缺乏有利的证据，且猜测推论过多，所以没

有引起较大的影响。李逸友认为承天太后和辽圣宗只有

在每年的岁末和新正期间才到中京居住，接待完宋使以

后，便返回捺钵地，而且考古挖掘也没有发现大面积官

署遗址，所以辽朝迁都中京的说法也就不成立。[15] 李

逸友、李宁将谭其骧列举的十条证据分成了四类进行辩

驳，认为中京是否为辽朝后期首都，关键是如何考虑四

时捺钵制度，同时必须将契丹的民族特性考虑进去。[16]

朱士光认为辽后期辽帝留居中京处理政务是与北宋斗争

形式发展的需要，中京只在必要时发挥都城的某些都城

功能。[17]

辽朝无都城说。20 世纪 40 年代，傅乐焕 [18]、姚从吾
[19] 等学者就已经提出辽朝的国家政治中心不在五京，而

在捺钵之中。五京的设立只是为了管理汉人和汉化程度

较深的渤海人，辽朝五京都没有发挥政治中心的作用。

杨若微对谭其骧的十条论据进行了驳斥，认为辽朝的统

治中心不在捺钵，也不在五京，而是在斡鲁朵中，所以

辽朝五京没有任何一京发挥着首都的作用，自然也就没

有迁都之说。[20] 李桂芝则认为辽朝政治中心不在五京，

而在具有行国特征的“捺钵”之中。[21] 肖爱民对辽朝五

京、四时捺钵、斡鲁朵、行宫部落进行了分析，认为辽

朝的政治中心不在上述之地，而在“行朝”即“以皇帝

牙帐为中心，包括后宫、前朝衙门、太庙和卫士等在内

的游牧聚落”。[22]

二、辽朝中京大定府的作用

控制奚族说。李涵、沈学明对奚族在辽朝的经济发

展进行了论述，认为与上京相比中京更适合农业发展，

因此辽圣宗要设立中京，加强对奚族的控制，也间接增

加农业税收。[23] 杨若微论述了奚族在辽朝地位的变化，

认为辽太宗征服奚族后，奚族仍保持相对独立性，辽圣

宗通过改革将奚六部的管理权收归北府，奚王府名存实

亡，辽朝也随之设立中京，开始对奚族实行直接统治。
[24] 康鹏则有不同意见，他认为虽然奚六部管理权收归北

府，但是奚王依然有统辖奚六部的权力，辽朝仍旧任命

奚监军对奚族进行监视，中京设立后，不断的将渤海人、

汉人迁徙到中京地区，形成奚族部族与渤、汉州县交织

在一起的状态，以此加强对奚族的控制。[25] 郑毅论述了

契丹与奚族关系的变化，认为辽朝上京、南京、东京相

距太远，缺少衔接，三者中间又是奚族之地，于是辽朝

设立中京加强三都之间的联系，也进一步控制奚族。[26]

吴凤霞研究了澶渊之盟后辽朝内外局势的变化，认为合

约之后辽圣宗的首项举措就是在奚族旧地设立中京，彻

底的将奚族控制在辽朝征服的管控之下。[27]

与宋交往说。李逸友认为中京地近中原便于契丹与

宋朝的交往，因此设都于中京。[28] 陈述认为辽帝冬、夏

捺钵时接待使者，但过于简朴；而宋朝却是中原文化传

统的朝廷，礼节周备；自诩天下正统的辽朝，自然不愿

意以简朴示人，因此接待宋使是营建中都的目的之一。
[29] 张艳秋、青白音认为澶渊之盟后宋辽重新开始往来，

上京过于偏远，因此营建新都便于宋辽之间文化上的交

往，也有利于军事、外交上的需求。[30]

其他研究。苏赫论述了中京城的建筑群，认为中京

的修建使契丹族接触到城市生活，从而加速向定居过渡，

也增加了和中原的文化交流。[31] 孟广耀认为中京是一个

象征北方各民族团结的友好古城。[32] 杨树森通过论述中

京的地理位置、城建布局，认为中京促进了辽朝商业繁

荣，加强了各族之间的商业往来。[33] 曹显征对辽朝迁都

的原因展开论述，认为中京是辽朝汉化程度最深的都城，

标志着辽朝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已经南移。[34] 王

德忠论述了中京的军事、经济以及文化作用。[3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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